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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文气说”对中国文气理论的接受

孙德彪

［摘　 要］　 从朝鲜“奇人吐奇气”、“学诗养气”、“慕圣人气象”、“气骨”等方面分析朝鲜诗论与

中国文气理论的关系，可见朝鲜的气论学说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气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程朱理

学的影响下取得发展。作为与中国文论同源的朝鲜诗话，在借鉴和学习中国文论和文本（诗词文）的

同时，也结合本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对传统文论的延续与补充。促进了

两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交流。

［关键词］　 朝鲜；风格；诗词；养气；气与理

本文的“朝鲜”是指当今朝鲜国家与韩国历史上共同的朝鲜王朝时期。中朝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早在唐宋时期，朝鲜伴随着中原文化、制度的引入，朝鲜的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起来。朝鲜文论深植

于中国文论基础之中，唐宋诗词的深远影响也使朝鲜文论建构在诗词基础之上。气论是中国哲学与

美学的重要范畴，文气在朝鲜文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研究中朝文学批评提供了便

利。本文拟通过“文气”来分析中国文论对朝鲜“文气说”的影响。

一、朝鲜“奇人吐奇气”

高丽国李奎报（１１６９—１２４１）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在《书韩愈〈云龙杂说〉后》中说：“庸人不

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李奎报借韩愈云龙之感表述了其思想：“人不凭文章才艺，亦无以

神其灵也，且乖龙不能兴云，唯神龙然后兴之……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这与他

“气本乎天，不可学得”的文气观点相同。他认为只有奇人才能使诗文“绚焉为锦绣罗谷，峭焉为高峰

绝岸”，达到意深语精、韵险词工的境界。

１． 诗人之“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李奎报写有《郁怀有作》：“有时一滴酒沾唇，犹未写千愁万虑填胸中。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

笔阵，吐出郁气和长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才能不得施展的郁郁之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李杜诗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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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沉郁之气的赞佩。李奎报关于“气”的评论融合了自身实际，并将这种心态切入到李杜的人生经

历中，对李白、杜甫仕途起伏引起的情感变化做了更为直观的评说。

李奎报的“奇人吐奇气”深深建构在中国魏晋时期气论基础之上，特别是受曹丕“文以气为主，气

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既承认了气的差异性，又强调了“气”的整体性带

来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极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气理论最为活跃的阶段。

由先秦两汉至此，“气”与“韵”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气韵”学说。“气”可理解为画面和作品的元

气。“韵”则是借鉴当时人物品藻引出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①。“气”是

混沌圆融的，是作家与作品二者之气带给观者的整体印象和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王充的

“精气说”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其代表。《典论·论

文》开篇将“文人相轻”归结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不仅说明作家之气各不相同，认为文章

之气也有所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而推出结论：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

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论之“气”，强调的是作家由于性格才气的差异导致的作品差异

性。差异是由于天性使然，不是通过学识就可以达到的。这与明代公安派所说的“性灵”、李贽的“童

心”、汤显祖的“情”是相通的。

李奎报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肯定诗人的特定性（“奇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别

的原因———诗人的社会经历，并将观者的经历与被观者的经历结合起来。继李奎报之后，一些朝鲜

诗评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看法。李算（１７５２—１７７６）在《日得录》中说：“陆务观不可但以诗人论。其平

生于恢复大计，……而潦倒不遇，既无以自摅其蕴，则慷慨壹郁之志，卓荦倜傥之气，一发之于吟

讽。”②这里将陆游的诗词气概与其人生境遇、人格风范联系了起来。

２． 诗人之“气”与学习修养的关系

朝鲜诗话家许筠（１５６９—１６１８）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从指导朝鲜文学创作

的角度出发，他对“诗如何造极”进行了探索。

许筠在《诗辨》中说：“然则诗何如而可造极耶？曰：先趣立意，次格，命语，句活，字圆，音亮，节

紧。……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是而出之，则可谓之诗也。”③诗怎样

才能达到造极的境界呢？许筠认为，应先立意，再讲求格律，然后斟酌用辞，最后考虑音节。他认为

好诗应该雅俗互融、“合而雅健”，也要漫溢“豪冲”之气，“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临于脏癖”。许筠

同时讨论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怎样咏象、铺叙、比兴、用事、议论，怎样做到文辞绮丽，才能达到“格见

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的境界。许筠认为，诗境的显现、手法的运用都是诗

歌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中国传统将“养气”放在

了突出的地位，即通过作家自身道德和思想的修养使创作主体得到完善。至于怎样将气运用于创作

当中则没有详细的表述。许筠从朝鲜文学发展的状况出发，将诗文的立意、格律的安排、言辞的运

用、音节的调配等方面融合到“气”当中，从而将创作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另外，许筠在承认诗人

之气不可强致的同时，也认为通过一定的学习和修养可以提高个人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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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学诗养气”

１． 以唐诗为范本

朝鲜王朝初期，朝鲜文论与创作处于低谷。许多朝鲜诗论家开始关注诗人内在修养对文学的重

塑作用。自李齐贤（１２８８—１３６７）起，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影响日盛。“理”开始介入到传统的诗论

当中，与“气”相提而论。徐敬德、李、李珥都是朝鲜著名的理气论者。到许筠时期，“气”论与“理”

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李蒣光“主气论”的带动下，朝鲜诗论的养气说得到了发展，并在批评文本

上表露出以唐诗为范本的倾向。李植在《学诗准的》中说：“近代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此

五山、东岳所教也。石洲虽终学唐律，初亦读韩。崔孤竹末年才涸气萎，亦读韩诗。”①朝鲜很多诗论

家如崔滋等人都是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近代学诗者亦如此。如南龙翼《壹谷

诗评》云：“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②李韏在《星湖

塞说》中谈论韩愈的诗文：“笔力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

激昂奋发。”③朴汉永在《石林随笔》中说：“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④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养气”。

养气不仅反映出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其世界观的基础。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义）的修养。

之后的论者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气根于学，养出于学。《礼记·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

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刘勰认为：“夫才有夫资，学慎始习。”苏轼说：“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

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另一方面论者主张通过生活体验的方式养气。戴表元《赠曹子贞编修序》

中说到：“天地之气，发于山川风土，其雄深、浑厚、平原、钜野、洪河、乔岳之类，往往皆在西北。……

岂惟山川风土为然。世之君子，诠量人之才性气质，亦或以相拟。是故有适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

硕儒、强志力学之士，则不系于是。”而朝鲜诗论家突出了“以学养气”的层面。

２． 养天地之正气

南孝温在《秋江冷话》中说：“得天地正气者人，一身之至者心，一人心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

精且清者诗。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⑤他认为，诗文是人得天地正气而渲泄出的最精且清的言

语。孝温所说的“天地正气”同孟子所言“塞于天地之间”、“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相

通。孟子养气说表现的是儒家上下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这样的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孟子

将自然生命作为道德宇宙的基石，侧重消解人的内在生理欲望与外在道德规范的冲突。这样的气合

于人的本性、合于人伦秩序，也合于天地的精神。孟子这里涉及到三种生命：人的自然生命、人的精

神生命、宇宙生命。三者合一惟有“养”而得之。⑥ 南孝温所说的“诗是性情的显现”，实质是强调诗

出于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南孝温认为诗对人有淳化性情的作用。他在《秋江冷话》中说：“古元十二

律八音五声，不可生知，故孔子从苌弘而学之，诗功于人亦然，使人清其心，使人虚其怀，使人无邪心，

使人养浩然”⑦；“作文之术先广气，作字之法先正心”⑧。南孝温“广气正心”说同中国传统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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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气于义”是相通的，它是对气血的超越，是道德培养下的气状之义的表述。

三、朝鲜“慕圣人气象”

在论述朝鲜“气象”学说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中国的“气象”。“象”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这

样的涵义：第一，作为形神的反映对象出现。《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象罔”的故事。“象罔”就是

“无象”，它与“象”相对而存在，指无形的根本的道。第二，作为“言象意”的组成部分出现。《系辞

传》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

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象也者像也”。由此可以看出，“象”

是作为“言不尽意”的补充出现的，它作为对世界形象的表现和反映，与“言”一同起到达意的作用。

第三，以“因气成象”的形式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

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

各以类相动也。”如果第二条说的是“言象尽意”的话，那么第三条则是“因意成象”。这里的“意”专

指符合天地正气之“意”，这与孟子通过道义的方式培养浩然之气相仿。孟子的“浩然之气”和“集义

养气”奠定了儒家心性说的基础。这不仅成为后来性理学的发端，也是“气象”论的根源。性理学以

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剔除了汉唐儒学“寻章句”、“求训诂”的阐释方式，直寻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

的义理精神，并兼容佛道学说，建立起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诗论气象始于唐代皎然。皎然在《诗式》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宋代严羽在《沧浪诗

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

不同”。“气象”是宋代学者品评人物道德境界与精神风貌的常用概念。吕祖谦说：“气象者，辞令容

止，足以见之矣。”“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圣人的言行品德是人效法的榜样，这就要善观“圣人气

象”。程子说：“学者不学圣人之道则已，欲学之，须玩味圣人气象”；“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

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按朱熹解释，“吾与点之气象”就是“胸次悠悠，直与天地同流”

的“圣人气象”。吕祖谦评二程的著作时说：“读明道《明状》，可以观圣人气象。”宋代理学家常将“学

至圣贤”作为个人修养的目标，将观“圣人气象”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从上文对“象”的解释来看，“象”是作为“气”的表现意出现的。皎然和严羽都认为诗人的精神

气质和文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同一的。因此说“象”也就是论“气”。这里的“气”与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气韵”有所不同，它偏重指透过文本所反映出的作家的精神世界。

朝鲜的“气象”学说根植于中国理学的“气象”论，并将理学崇尚的义理融入到传统的“文气”当

中。徐居正、李蒣光、洪万宗和李韏是这时期朝鲜重要的气象论者。徐居正在《笔苑杂记》中说：“陈

给事嘉猷宽平正大，观其气象，知其为大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张御史城有温雅气象，而无奇

节。”“大人君子”和“温雅气象”均属中国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标准。李蒣光也是“气象说”的积极

倡导者。他在《芝峰集》中说：“《传》曰：‘容貌词气，乃德之符。’先儒云：须要理会气象。所谓气象

者，于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不惟君子小人分于此，亦贵贱寿夭所由定也。”他又说：“孔门

学者，善观圣人气象。故能形容到底，其得于观感者，至矣。”“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

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愚谓：‘人能见得不可言处，乃真见道者也。’”他认为，“气象”属于“德”

的范畴，是人内在气质、修养、道德、精神的显现；“气象”又指圣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气象”也被

用来指宇宙的运行规律。总之，李蒣光所说的“气象”是天、地、人的有关“道体”、义理的本质显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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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面貌的涵养与修行①。另外，朝鲜诗论在借鉴中国理学“气象说”的基础上，结

合朝鲜文学的实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审美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用来鉴赏诗歌的艺术风格或诗歌整体的时代

风貌。李蒣光在《芝峰类说》中有：“严沧浪曰：‘大历以来，高者尚入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已

有宋气也，唐与宋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沧浪于此，似有具眼者。”李蒣光以“气象”为标准

对唐宋诗歌整体风貌进行甄别，表现出“尊唐抑宋”的倾向。他认为，“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

宋以下人气格自卑，欲高不得。是知天禀自然，不能易也。”②“诗三百篇，古矣；汉魏近古而质矣；二

晋质变而文矣；梁陈文变而靡矣；至于唐，则彬彬矣；宋则又变而衰矣。”③这种“尊唐抑宋”的气象观

与严羽相仿。严羽在《诗辨》中说：“坡、谷诸公之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气象。盛唐诸

公之诗……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评盛唐诗歌，将“风骨”淡化，而将“气象”作为核心，表明他

淡化了求取功名的意识，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心胸修养。金昌协虽然不同意李蒣光的观点，认为宋

诗亦有其独到之处，但他的评论也是从“气象”角度出发的：“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学问之所蓄

积，……不为格调所拘，不为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

之真也。”④

第二、从诗歌创作批评论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提出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李蒣

光在《芝峰类说》中说：“顷世郑士龙，类抄诸书，盛以大囊。每有制作，必以自随。故其诗，多牵补斧

凿之痕，绝无平稳的气象”；“南怡诗曰：‘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波饮马无。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

谁称大丈夫。’语意跋扈，欠平稳底气象”；“孟郊《及第诗》曰：‘春风得意马头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人以为前途不远。……余谓孟诗气象太迫，无复余味，故知其然矣”⑤。李蒣光以晚唐诗人孟郊及朝

鲜诗人郑士龙、南怡等人的代表诗作为例，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品评诗歌。他批评郑士龙的诗歌“缺

少平稳的气象”；用“欠平稳底气象”来批评南怡诗歌语言过于直露而无深远的意味；以“气象太迫”

品评孟郊《及第诗》，认为其意直味短，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境，进而提出诗歌创作要用语

平稳而不急迫的艺术要求。李韏读陶渊明的《四时词》，认为具有气象流动于中、氤氲洋溢于外的意

境，并且提出了“生养之气未尝息”的观点。

第三、通过鉴赏诗歌，体味诗人之气。朝鲜诗论家或言“大人君子气象”，或言“东方气象”、“远

大气象”，或言“诗禅气象”等，这些都是从对具体诗作的诗语、志意、辞气的解读与体会中得到的，是

对诗人和作品的一种整体思考与阐释。其中有的是从诗歌整体意境来窥探诗人性格和思想中的“气

象”（如赵文忠公“大人君子气象”和“抑东方之气象”）；有的则是根据诗语来窥探诗人精神面貌和道

德修养上的“气象”（如李齐贤的“远大气象”）；有的通过比较诗歌中辞意的差别（平和与躁动的反

差）来反映诗人性格、修养上的不同（如李栗谷、郑松江的“气象”）；有的是通过诗歌气势、声势、语势

的差别来表现帝王“气象”（如明仁宗的“气象”）；还有的通过诗语达到的境界给予诗人及诗作品评

（如马祖“诗禅”气象）。这些以诗中“气象”来体味诗人“气象”的方法，正是中国儒家“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以意逆志”的文学阐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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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鲜“气骨”说

１． “气骨”与“气韵”、“气脉”

朝鲜文论家李蒣光曾对姜夔的作品这样评述：“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

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余谓：不雕刻不敷演，则不足谓之文也。然雕刻而不伤气，

敷演而不伤骨，难矣。是故，文之所贵，气骨而已。”他从批评论的角度提出：“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

取其肉，唯取其骨。”“骨”在这里指的是诗文中最能体现作者才华、本质的思想与思路。崔滋提出了

评价诗歌的标准：“夫诗评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①这里“气骨意格”是指诗的内容，“辞

语声律”则指诗的形式。他在批评诗的内容时把“气骨”放在首位，可见崔滋对“气骨”的重视。他进

一步说：“文以豪迈壮逸为气，劲俊清驶为骨，正直精祥为意，富赡弘肆为辞，简古倔强为体”。这里的

“气”指的是文章带给人的整体美感，是充斥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回环的体验，相当于中国的“气

韵”；“骨”则主要从文本出发，表明行文内部清晰完整的脉络，这相当于中国的“气脉”。“气韵”与

“气脉”都是从“气”的整体性上来说的。

中国气论中气的整体性表述除了“气韵”外还有“气脉”，即强调作品创作和欣赏体验的连贯性。

王献之的一笔书和陆探微的一笔画，重视一气流动、一脉相通的气势。之所以达到此种效果，因为

“意存笔先”，即以意运笔。《图画见闻志》接引张彦远之论：“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

笔，……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②。

２． “风神”与“风骨”

李韏进一步发展了李蒣光的“气骨论”，把“气骨”与“风神”结合起来。他用“风神”和“气骨”来分

析李杜、韩愈的诗歌：“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李杜气骨不足。李诗‘回飙吹散五

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韩则曰：‘动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效不得也。杜诗：‘悲台萧瑟石

笼从，哀壑杈桠浩呼汹。’韩则曰：‘山狂谷根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效不得也。王安石云：‘韩胜于

李’，欧阳修云：‘韩胜于杜’，彼不知韩矣，却能识李杜乎？”③李韏将“气骨”与“风神”都看作是作家气质

的外在表现，强调作品文质统一与作家心性的自然浩远。中国文论也有“风神”的用法。东晋王羲之从

他的尚意美学出发，提出了书道重风神的思想④。唐张怀馞说：“有风神骨气者居上，研美功用者居下。”

这里的“风神”都用来强调形神的关系，也即后来所说的“神彩”（与“形质”相对）。神彩高于形质，缺乏

神彩则无韵味；二者又密不可分，形质是神彩的基础，无形质则无神彩。李韏这里所说的“风神”和“气

骨”，综合了孟子“养气”、曹丕“文气”、谢赫“气韵”等概念。但这与刘勰所说的“风骨”既相似，又有所不

同。中国文论常常以“骨”代“质”。王充《论衡·骨相》中指出：“骨相隐匿微妙”，“相或在内，或在外，或

在形体，或在声气”，如果“察外者遗其内，在形者亡其声气”，仅以貌取人，以言取人，就会“失其实”。

“骨”用来强调人的内在属性。刘勰以人之骨体为喻，认为“辞”犹如人之血肉，无骨骸则不能成人体，讲

求“骨”是“辞”之所本，“骨”是“辞”的依据，是“辞”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逻辑力量。“气”与“骨”都是内在

的，“情”与“辞”都是外在的，作品的思想风格发生于前者，美学风格生发于后者，总体风格则是二者的

统一。在“辞”与“骨”的关系上，李韏和刘勰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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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十分重视艺术对社会的教化作用。为了使艺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积极效果，必须对艺术本

身进行规范，艺术应包含道德的内容。因此他强调“美”和“善”、“文”和“质”的统一，强调“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即“和”的审美标准①。孟子则主要从创作论的角度，强调作者进行文学创作首先要存

有浩然之气，这样写出的文章才会和于天地，经久不衰。而气的养成则要靠道德与礼义。刘勰提出

“风骨”的概念正是从儒家诗的教化作用出发的。他要求诗文具有感染、教化的力量。《风骨》开篇即

说风骨是感化的本原。有了风骨，文章就有了感化的力量。“风”侧重于“情”，指作者的主观情感。

但情感不等于“风”。情感要与“气”合，即“情与气偕”。没有“气”，情感不可能充沛。“骨”侧重于

“理”，源自充实的思想内容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活动②。“骨”是指充实的“义”（思想内容）。《文心雕

龙·附会》：“事义为骨髓。”事理阐述得明晰、充分、有条理、有逻辑性，就是有“骨”。所以“骨”和

“理”相联系。如果说，“风”是由充沛的感情而产生的艺术感染力，那么“骨”就是由坚实的依据、严

密的逻辑、严谨凝练的言辞而产生的说服力。“风骨”的提出，是着眼于文章的教育、感化的作用，是

对于文章的教化作用的一种分析。李韏论“气骨”与“风神”着重谈通过诗文所表露出的美感体验，

“骨”则强调行文的连贯的思路和内容，“理”为逻辑之理；这与刘勰“事义为骨髓”的观点显然是不

同的。

朝鲜的气论学说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气理论的影响（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方面又在程

朱理学的影响下取得发展。朝鲜在理论学说、文本样式（诗词）向中国学习借鉴的同时，又结合本国

文学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样作为东方文论的朝鲜文论，既是对中国传统批评理论

的延续，又与中国批评理论相互补充。在今天看来，这对于促进两国文学批评的交流是十分有益的。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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